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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如何减少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促进其服务

质量整体提升，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算法控制作为平台企业高度

依赖的新型管理手段，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影响尚无清晰一致的研究结论，

亟待探索其间的复杂关系及作用机理。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提出算法控制

可以视作一种兼具工作资源和工作要求双重属性的管理实践，通过对平台工作者情绪耗

竭和目标承诺双重竞争性中介影响其服务偏差行为，且服务型领导在其中起到调节作

用。本研究采用日记法对 112 名平台工作者进行了连续 7 天的追踪调研，研究发现：算法

控制一方面通过加剧平台工作者的情绪耗竭，进而增加其服务偏差行为；另一方面，又通

过提升平台工作者的目标承诺，进而减少其服务偏差行为。服务型领导不仅能够削弱算

法控制通过情绪耗竭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促进作用，还可以强化算法控制通过

目标承诺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抑制作用。本研究不仅加深了对算法控制与平

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辩证认识，也为平台企业通过算法-人工双重管理实

践减少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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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算法为底层技术逻辑的数字化用工平台迅速兴起，衍生出以按

需（on-demand）匹配和临时劳动为突出特征的就业群体，即平台工作者（Newlands，2021［1］；刘善仕

等，2022［2］）。平台工作者依赖数字化用工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企业）获得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在

工作时间、地点和方式上突破了传统用工方式的束缚，并有机会体会到比传统工作更丰富的工作

体验，但同时也面临全景控制下的“自主悖论”、社会孤立以及权益保障缺失等困境，给员工管理带

来诸多挑战（龙立荣等，2021）［3］。近年来，外卖配送员“虚拟送达”、破坏餐食；网约车司机恶意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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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辱骂乘客；快递员私拆包裹、盗窃物品等事件屡见不鲜，平台工作者的服务偏差行为引发了社

会广泛关注。如何减少平台工作者的服务偏差行为，进而改善平台企业整体服务质量，已经成为

理论界和实践界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服务偏差行为作为一种面向客户故意实施的、违反企业服务规范的破坏行为（Song 等，2021［4］；

Skarlicki 等，2016［5］），往往发生在资源不足的状态下（田建和王宝恒，2022）［6］。组织可以通过有效

的管理手段进行干预，如提升组织支持、正向反馈等工作资源，或者改善高强度的工作载荷、苛刻

的绩效指标等工作要求以减少资源损耗（关涛等，2021［7］；戴万稳，2014［8］）。然而，相比传统的组织

管理手段，平台工作者面临的管理模式已发生巨大变革，其劳动过程由算法驱动，依靠平台企业内

设的逻辑规则和标准化的流程自动输出（刘善仕等，2022）［2］。这种以技术为中心，通过算法的推

荐、记录、评级和奖励等功能，对平台工作者从事在线劳动服务进行实时动态控制的管理实践被称

为算法控制（裴嘉良等，2021［9］；Kellogg 等，2020［10］）。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明晰算法控制能否以

及如何影响平台工作者的服务偏差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对此缺少直接探讨，无法可靠预测算法

控制与服务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有效指导相应的管理实践。

深入梳理已有文献中的线索可以发现，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影响很可能是

积极和消极并存的。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算法控制包含了严苛的工作要求，加剧了平台工作者的

资源消耗，为其带来了消极影响。例如，Parent-Rocheleau 和 Parker（2022）［11］研究发现，算法日益精

密的计算持续提高了平台任务的完成标准，导致平台工作者疲于应付算法设定的工作要求，缺乏

额外资源来保障工作投入。占小军等（2023）［12］研究指出，算法通过严密控制和严苛考核对平台工

作者实施了自上而下的强控制，导致其在工作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性被显著削弱，这加剧了平台工

作者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可能诱发负面情感反应及产生潜在的破坏性行为。沈锦浩（2022）［13］研究

认为，算法控制无法标准化灵活多变的工作场景，导致平台工作者需要付出大量的资源对抗工作

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引发了不公平感和反抗行为。另一方面，亦有学者指出，算法控制为平台工作

者高效工作提供了智能引导和实时反馈等工作资源，进而对其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孙锐等

（2023）［14］的研究表明，算法在清晰分配工作任务的同时，还在任务进程中提供智能引导，不仅有助

于提高平台工作者完成工作目标的自我效能感，还能降低其情绪耗竭。裴嘉良等（2021）［9］的研究

证实，算法实现的实时反馈和激励等资源有助于平台工作者实现工作目标，进而提升其服务绩效。

Semujanga 和 Parent-Rocheleau（2024）［15］研究认为，算法构建的绩效评价体系规避了人为绩效评价

的主观性，有助于提升平台工作者的程序公平感知，进而促进其积极的态度行为产出。综上所述，

算法控制与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晰，有必要辩证审视二者间的复杂关系，

进一步厘清其间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认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JD-R 模型）为深入阐释算法

控制与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可能的理论依据。该模型指出，工作要求

和工作资源会通过损耗和增益双重路径影响员工心理，进而塑造其行为表现（Bakker 等，

2023）［16］。对于算法控制来说，其包含了严密控制、严苛考核等要求，但也提供了智能引导、实时

反馈等资源，是一种典型的同时具备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属性的管理实践（马君和赵爽，2022［17］；

Parent-Rocheleau 和 Parker，2022［11］），这种双重属性可能导致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的服务偏差

行为也存在双面影响。从损耗路径来看，算法控制在严密控制和严苛考核等高要求下不断挑战

平台工作者的身心极限，持续引发资源消耗，加剧情绪耗竭（占小军等，2023）［12］，进而导致更多

的服务偏差行为；而从增益路径来看，算法控制通过清晰界定工作任务，明确了工作目标，又通过

智能引导、实时反馈等提升目标实现概率，这有助于培育平台工作者的目标承诺，激发其对目标

的认同和追求，从而自发约束有悖于目标的服务偏差行为（蔡思辰等，2023）［18］。由此，本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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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引入情绪耗竭和目标承诺作为并行中介，探讨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

务偏差行为的“双刃剑”影响。

进一步地，考虑到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可能存在“双刃剑”影响，如何抑制其消

极作用并强化其积极作用也是本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特定的资源可以

作为“调节器”，缓冲工作要求的消极影响并协同助力其他工作资源的积极作用（Bakker 等，

2023）［16］。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个体资源，如正念（魏巍和刘贝妮，2023）［19］、调节焦点（詹小慧和赵

李晶，2024）［20］、韧性（占小军等，2023）［12］等，在算法控制影响中的权变效应，从“适者生存”的角度解

释了算法控制在不同个体中的适用性，却鲜少从“扬长补短”的角度讨论组织如何对算法控制的“双

刃剑”影响进行干预与优化。事实上，已有文献强调了算法控制作为以技术为中心的管理实践，存

在无法人性化处理特殊情境和缺乏人文关怀等固有缺陷，而有效的人工管理是弥补算法机制不足

的有效手段（苏逸和莫申江，2022）［21］。因此，在实践中，平台企业完全依靠算法控制进行员工管理

的情况并不多见，其往往会采取“双重管理”模式，即以人工管理协同算法控制（魏昕等，2024）［22］。

例如，外卖平台通常为配送员设置了平台算法与配送站站长两大管理主体，配送站站长协助沟通和

处理平台工作者工作中的异常问题，关心和帮助配送员更好地完成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算法

控制对于实现组织效率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机械式控制也造成了平

台工作者的尊严、需求和发展被严重忽略（刘善仕等，2022）［2］，在这种情况下，人工管理机制在弥补

算法缺陷时的动机应从保障组织效率目标转化为服务员工，优先考虑平台工作者的需求和发展，缓

解其因机械式管理而导致的被控制感和焦虑感，促进其更好地接受算法控制的领导（李晓萱和郑晓

明，2023）［23］。这种以服务为导向，优先考虑员工利益的特征是服务型领导的关键标识（Eva 等，

2019）［24］。对于平台工作者来说，服务型领导可以提供工作自尊、人文关怀、成长机会等，是一种重

要的工作资源（叶蒲等，2022）［25］。与算法控制突出以技术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的霸权姿态相对，

服务型领导尤其强调以人为中心，以服务姿态优先关心平台工作者的需求和发展（李晓萱和郑晓

明，2023）［23］，可能是一种恰好能对算法控制加以针对性“扬长补短”的管理手段，既可以有效对冲算

法控制的工作要求属性给平台工作者造成的损耗性影响，也可以与算法控制的工作资源属性产生

协同增益效应，从而调节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双重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

认为，服务型领导是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产生“双刃剑”效应的关键边界条件，有必

要将其纳入研究模型，从算法-人工双重管理相结合的角度探寻平台工作者管理模式的整体优化。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算法控制与服务偏差行为

算法控制伴随着在线劳动平台的兴起而产生，是数智时代背景下一种以技术为中心的新兴管

理手段，其实质是用大数据驱动的算法技术来规范和标准化平台工作者的工作流程，追踪、评估、

指导和激励其行为表现（Pignot，2023）［26］。具体来说，算法依靠技术构建了高效密切的监督机制，

可以实时追踪和记录个体位置、工作进度和服务态度等数据，依据这些数据进行工作绩效评估，并

通过精密刚性的考核标准和明确的奖惩机制，促使平台工作者对照约束和发展自身行为（裴嘉良

等，2021）［9］。同时，算法通过提供明确的服务标准和智能化的决策信息等资源，指导和激励平台工

作者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Parent-Rocheleau 和 Parker，2022）［11］。从算法控制的实质来看，其高效

密切的监督机制和精密刚性的考核标准对平台工作者提出工作要求的同时，也因智能化的工作指

导和明确的奖惩机制为平台工作者提供了支持性的工作资源。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为解释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与后续员工行为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可靠的

理论分析框架（Bakker等，2023）［16］。该模型指出，工作要求会持续消耗身体和/或心理等资源，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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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路径而引发员工负面行为。相对地，工作资源作为工作中与心理、社会和组织等方面相关的、

具备激励属性的因素，会通过激发增益路径而规避或减少负面行为。根据已有文献，一些兼具工作

要求和工作资源双重属性的管理手段，如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Zhang等，2023）［27］、高绩效工作系

统（孙健敏和王宏蕾，2016）［28］等，可以同时通过损耗路径和增益路径对员工行为产生“双刃剑”影

响。服务偏差行为作为一种脱离组织规范的、意图伤害顾客利益的负面行为，往往发生在资源不足

的状态下（田建和王宝恒，2022）［6］。由此，算法控制也可能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产生正向和

负向并存的影响。一方面，从工作要求属性来看，算法控制通过精密计算不断挑战平台工作者的工

作极限，并经由实时监控而评估、约束其工作进程，引发平台工作者的压力反应，导致其被迫长时间

工作甚至处于过劳的身体资源损耗状态（占小军等，2023［12］；孙锐等，2023［14］）。同时，由于算法控制

造就了权力失衡的平台劳资关系格局，平台工作者要忍受算法霸权的“统治”，还要接受未来长期处

于苛刻的工作要求中（包艳等，2024）［29］，从而加剧心理资源损耗。这些资源的损耗将进一步降低平

台工作者规范自身行为的能力，从而增加其服务偏差行为（Song等，2021）［4］。另一方面，从工作资源

属性来看，算法控制可以为平台工作者提供智能化的工作指导和实时的信息支持，提高平台工作者

的资源充盈感，缓解其工作压力和资源紧张（马君和赵爽，2022）［17］。同时，这些资源能够优化工作

流程，提升工作效率，有助于平台工作者更好地实现工作目标（裴嘉良等，2021）［9］，进一步地带来积

极的心理、情绪体验，不断为平台工作者的“资源池”注入新流量，从而降低其产生服务偏差行为的

概率（Gong 和 Wang，2022）［30］。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构建算法控制影响

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二者间关系的微观形成机理。

2.损耗路径：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情绪耗竭是指一种承受压力的心理表现，常常发生在员工情绪和心理等资源耗尽时。情绪耗竭

不仅影响员工工作表现，也是引发他们违反规范和不理性行为的危险因素（王红丽和张筌钧，

2016）［31］。已有研究证实，高工作要求是引发情绪耗竭的一个最直接诱因（Bakker等，2023）［16］。由于

算法控制是以数据驱动方式对劳动过程进行标准化、流程化和定额化，具备强控制、去人性化等突出

特征，因而能够强化平台工作者对工作要求的感知（Parent-Rocheleau和 Parker，2022）［11］。结合工作要

求-资源模型，本研究认为，算法控制可以通过加剧平台工作者的情绪耗竭进而增加其服务偏差行为。

首先，算法强化了工作全过程的数据采集、流程分析和效率管理，通过精密计算，极限地压缩平

台工作者的劳动自由，促使他们不断地挑战底线、自我剥削，变相地提高了工作载荷（刘善仕等，

2022［2］；Wood等，2019［32］）。与此同时，算法运算逻辑中寻求“最优解”的天然属性会充分利用奖惩规

则，激励平台工作者自发增加工作载荷，引发持续的资源消耗（裴嘉良等，2024）［33］。其次，算法通过

高密度、细颗粒的监督实现更严苛的绩效评估，增加了平台工作者的考核压力（孙锐等，2023）［14］。

如在网约车服务中，司机的服务表现、地理位置、行驶速度、制动反应时间等数据被算法实时监控并

评估，用以考核其绩效，因此他们需要在工作中时刻保持警醒和紧张，持续消耗资源以规范自身的

态度和行为表现（包艳等，2024）［29］。最后，算法理性逻辑下的刚性法则无法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提高了对平台工作者响应能力的要求。如外卖配送员的工作受到天气、路况、商家及顾客等多种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程式化的算法控制无法人性化处理这些因素可能带来的突发状况，仍然会根

据预设标准来评估和考核配送员的表现（Wood 等，2019）［32］。在这种情况下，配送员为了避免受到

算法控制的不利评价和惩罚，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响应能力来处理不确定性风险。综上所述，算法控

制提升了平台工作者工作载荷、考核压力和任务不确定性等工作要求，导致其面临持续紧张状态和

身心资源的过度投入，更易触发资源损失螺旋，增加他们的资源绝境风险，引发情绪耗竭。

进一步地，平台工作者在面临资源损失时，往往会采取一定的行为措施来保护和恢复资源

（Bakker 等，2023）［16］，而遭受情绪耗竭的平台工作者因缺乏足够的资源存量来约束和规范自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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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致其在保护和恢复资源时可能采取违反组织规范的行为措施（程豹等，2019）［34］。同时，情绪

耗竭的平台工作者往往会触发自我保护防御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他们会呈现出暂时性的认知容

差，减少做出负面行为的心理压力和愧疚感，进而更可能产生服务偏差行为（Lin 等，2016）［35］。具

体来说，平台工作者为了避免自身沉沦在情绪耗竭带来的暴躁、焦虑、沮丧与抑郁等情绪中，他们

可能通过做出诸如辱骂顾客、攻击顾客等服务偏差行为以发泄和排解自身的消极情绪，争取获得

情绪资源的恢复（何伟怡和陈璐璐，2022）［36］。此外，平台工作者为了保护现有资源可能会违反规

范来排除未来消耗资源的潜在风险（Gong 和 Wang，2022）［30］。例如，外卖配送工作流程上环环相

扣，情绪耗竭的外卖配送员为避免当下订单超时对后续配送造成压力和资源损耗，更可能为加快

速度而粗暴对待餐食，甚至点提前到达。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算法控制通过提高平台工作者的情绪耗竭进而增加其服务偏差行为。

3.增益路径：目标承诺的中介作用

目标承诺是个体基于目标实现概率及吸引力对目标进行认知性评估的结果，能够反映个体对

目标的依恋程度，高目标承诺的个体具有强烈动机实现目标，更愿意自主驱动目标追求过程、约束

偏离目标的行为（蔡思辰等，2023）［18］。已有研究表明，支持性的工作资源有助于培育目标承诺

（Klein 等，2020）［37］。算法高效优化了工作流程，提供了智能引导以及明确奖惩等支持性工作资源，

有助于增加工作目标的实现概率以及目标吸引力。结合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本研究认为，算法控

制能够通过提升平台工作者的目标承诺而减少其服务偏差行为。

一方面，算法控制有助于提升工作目标的实现概率。具体来说，算法利用数据分析和优化技

术具象化了工作目标，清晰界定工作任务、数量和时间要求等，并在工作进程中提供智能指导和标

准参考等资源（裴嘉良等，2021）［9］。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工作者会感知到更高的工作目标清晰度和

可行性，进而更有底气和信心去实现目标（Man 等，2022）［38］。同时，算法提供了工作进程的实时反

馈，有助于平台工作者及时发现工作问题并进行相应调整，进而提高其对目标的掌控感（魏巍和刘

贝妮，2023）［19］。例如，外卖配送员在配送全程均能准确地了解自身与顾客之间的距离以及送达所

需时间，当其发现工作存在困难时，可以及时转让订单或者寻求其他骑手帮忙；网约车司机发现接

单位置与乘客距离较远时，可以与顾客沟通告知，减少在接乘客路上被取消订单的情况。这些都

有助于平台工作者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提升目标实现的概率。另一方面，算法控制也有助于提

升工作目标的吸引力。算法通过奖惩凸显工作目标的价值，并运用优先派单、优质派单等特权刺

激平台工作者积极追求目标，同时，算法实时数据分析能力和自动化决策系统增强了激励的时效

性，强化了工作目标与实际回报之间的直接联系，进一步提升了工作目标的吸引力（马君和赵爽，

2022）［17］。此外，一些平台企业还在算法中融入了竞赛、排名等趣味元素，并通过排名分享提升了

社交互动，这些游戏化的工作设计有助于提升目标吸引力，激发平台工作者追求目标的竞争意识

和积极性（蔡思辰等，2023）［18］。综合以上分析，算法控制提供了智能指导、实时反馈、明确奖惩等

有利的工作资源，可以提升目标实现概率和目标吸引力，进而有助于平台工作者在人机交互过程

中培育目标承诺。

进一步地，目标承诺能够预测个体工作态度和行为。高水平的目标承诺更能全面理解目标的

内涵与要求，促进个体将更多精力和注意力投入到目标追求上；而低水平的目标承诺则意味着个

体缺乏对目标的认同，很难发自内心地为实现目标而做出努力，更容易产生不符合目标要求甚至

是破坏目标实现的行为（Gong 和 Wang，2022）［30］。就服务偏差行为而言，其违反了组织服务要求的

规章制度或道德准则，是一种偏离组织设定目标的行为表现（关涛等，2021［7］；王洪青等，2019［39］）。

当平台工作者在算法控制的激励下产生更强的目标承诺时，他们会更加认同算法内设的工作评价

指标，内化相应的服务规范和角色期望，更积极地履行算法奖励的行为，同时尽量避免算法所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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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蔡思辰等，2023）［18］。此外，高目标承诺的平台工作者对实现目标表现出强烈的决心和信

心，因此他们更能正向地看待并积极应对工作中的阻碍和困难，即使在面对不确定的工作环境和

任务要求时，他们也会在目标承诺的稳定引导下，从更大程度上降低诱发负面行为的可能。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算法控制通过提高平台工作者的目标承诺进而减少其服务偏差行为。

4.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为了调和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影响的双重作用路径，有必要加强探究其中的

边界条件，以揭示如何在增强算法控制增益路径的同时，削弱乃至阻断其损耗路径，为平台工作者

的管理实践提供参考。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观点，针对性资源的丰富不仅能够缓解工作要

求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有助于增进多种资源间的耦合效应（Bakker 等，2023）［16］。目前理论界和

实践界普遍认为，可以通过人工管理与算法控制的有机结合，形成正向合力，抑制平台工作者的负

面态度和行为（魏昕等，2024［22］；Bankins 等，2023［40］），并呼吁积极探寻合适的领导风格来有效弥补

算法控制的局限性（苏逸和莫申江，2022）［21］。

算法控制作为一种以技术为中心的管理实践，其借助传统管理无法实现的实时多模态大数据

收集和解析功能，为平台工作者的高效工作提供了智能指导和资源支持，有力地保障了组织目标的

实现（刘善仕等，2022）［2］。然而，由于技术的理性和刚性，算法控制存在着去个性化的固有局限以及

以结果为导向的“霸权”特质，导致平台工作者疲于应付算法精密计算给定的工作要求而忽略自身

的需求和发展（魏昕等，2024）［22］，这种持续的高压工作容易引发违反规范的服务偏差行为（Zhang
等，2023）［41］。在这种情况下，亟需一种关怀员工、重视员工需求和发展的领导类型来消解算法控制

对平台工作者造成不利影响，促使组织内人与算法高效协同，共同发展（苏逸和莫申江，2022）［21］。

虽然很多领导类型具备这些功能，如变革型领导表现出对员工的关心和培养（林新奇和徐洋

洋，2021）［42］，伦理型领导坚持关心、尊重、发展和善待员工（谢含霁等，2022）［43］，但这些领导行为的

目的是为了让员工接受领导，更好地保障实现组织目标。而服务型领导是利他属性的，其关注的

焦点在于员工，关怀员工、重视和发展员工都是以员工需求为服务目标的（Eva 等，2019）［24］。此外，

本研究认为，在平台经济中算法控制依赖技术优势促进了组织目标的实现，能够实现传统领导类

型中保障组织目标实现的重要目的。而服务型领导作为一种以人为中心，以服务姿态发挥领导作

用的领导类型，有可能提供相应资源来有效缓解算法控制以技术为中心的去个性化的局限和以结

果为导向的“霸权”特质导致的潜在风险，促进平台工作者更好地接受算法控制，成为调节算法控

制双重竞争路径的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一方面，服务型领导可以缓冲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情绪耗竭的影响。首先，服务

型领导坚持以人为中心，高度关注员工的心理感受和健康福祉，能够补充算法控制去人性化局限

对个人心理资源的消耗，减少资源绝境下的情绪耗竭状态（李晓萱和郑晓明，2023）［23］。其次，服务

型领导关心员工需求和发展，真诚为员工提供相应服务。他们不仅会主动留意算法控制对平台工

作者造成的压力，以便及时提供相应服务和支持来缓解平台工作者的困境。同时，他们营造的服

务氛围也缩短了平台工作者求助的心理距离，令平台工作者也更愿意主动寻求帮助来应对算法控

制带来的压力反应和资源损耗，从而缓解算法控制对情绪耗竭的影响（苏逸和莫申江，2022）［21］。

最后，服务型领导秉持“员工第一”理念，乐于奉献自己，成全员工成长和发展。已有研究证实，这

种可靠的领导风格更易引发员工自发地学习与模仿，使之能够为他人考虑，对于工作要求和工作

付出有更强的包容心（Eva 等，2019）［24］。对于平台工作者来讲，在服务型领导的影响下，他们更能

包容算法设计的局限性，辩证看待和接纳算法控制的要求，从而减少他们在工作中心理资源损耗，

进一步降低情绪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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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服务型领导还可以增强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目标承诺的影响。首先，算法控制

依靠强大的技术优势构建了人工管理无法企及的复杂决策和智能引导系统，能够促进工作目标

的实现，但这种以技术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忽略了对人的关注，导致平台工作者对算法控制设置的

目标认同度受到影响（Wood 等，2019）［32］。而服务型领导以人为中心，能为平台工作者提供服务

帮助和人文关怀等资源支持，进而提升平台工作者对于算法设置目标的认同（Coetzer 等，

2017）［44］，二者的结合能够实现资源的协同增益，通过增加工作目标的实现概率和吸引力，进而提

升目标承诺水平。其次，服务型领导不仅关注员工当下工作困境，还注重员工的长远发展，乐于

持续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和资源助力员工成长（Eva 等，2019）［24］。在这种持续资源支持和长远

发展导向的驱使下，平台工作者对未来的预期会更加积极，对目标实现的渴望程度增强，更愿意

探索算法规则下的目标实现路径。最后，当平台工作者感受到领导的无私付出和服务时，在社会

交换规范的激发下产生回馈义务（Zhang 等，2021）［45］，此时平台工作者更愿意以积极态度审视算

法，积极开发并利用算法控制中的工作资源，投入更多精力和努力追求和完成算法设定的工作目

标。综合以上逻辑分析，本研究认为，服务型领导可以与算法控制产生协同效应，削弱算法控制

与平台工作者情绪耗竭间的关系，同时增强算法控制与平台工作者目标承诺间的关系。因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服务型领导调节算法控制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服务型领导水平越高，算

法控制与平台工作者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越弱。

H4：服务型领导调节算法控制与目标承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服务型领导水平越高，算

法控制与平台工作者目标承诺之间的关系越强。

整合前述推断可知，算法控制分别通过情绪耗竭和目标承诺间接地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

为发挥正向和负向的作用，而服务型领导颠覆了传统领导的角色定位，在工作中坚持领导始于服

务，始终能够坚持以人为中心，积极关心员工所处环境和需求，主动为其提供服务助其发展（Eva
等，2019）［24］。在平台工作环境中，这样的领导会持续关注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心理和行为的影

响，并主动提供资源以缓冲算法控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强化相应的积极影响。鉴于此，本研

究进一步地提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即服务型领导能够调节算法控制通过情绪耗竭和目标承

诺而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产生的间接效应，当服务型领导水平较高时，情绪耗竭的损耗路

径被削弱，而目标承诺的增益路径被增强。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服务型领导在算法控制影响情绪耗竭进而降低服务偏差行为的间接路径中起着调节作

用，具体表现为：服务型领导水平越高，算法控制越可能通过降低平台工作者的情绪耗竭而降低其

服务偏差行为。

H6：服务型领导在算法控制影响目标承诺进而降低服务偏差行为的间接路径中起着调节作

用，具体表现为：服务型领导水平越高，算法控制越可能通过提高平台工作者的目标承诺而降低其

服务偏差行为。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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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日记法收取数据，要求被调查者每天都要填写调查问卷，持续填写一周。样本选

取某大型外卖平台在某市的配送员，他们同时受算法控制和站长管理，通过对接该市各配送站点

站长获取被调查者 150 名。调查首日收集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服务型领导数据，剔除未通

过注意力检验的样本。接下来对剩余样本进行 7 天连续测量，要求被调查者每天在工作 2 小时后

的休息时间填写算法控制问卷，在工作结束后填写目标承诺、情绪耗竭和服务偏差行为问卷。在

整理数据时删除未通过注意力检验的问卷，同时参考先前研究（Abrahams 等，2023）［46］，保留了至少

有 5 天调查数据的样本。最终获得 112 个有效样本，共计 720 个数据点。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占比

92%；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 42%，高中学历占比 42%，专科及以上占比 16%；从事外卖配送员工作年

限少于 1 年的占比 33%，1~2 年占比 43.8%，3 年及以上的占比 23.2%。

2.变量测量

为确保调研对象对问卷的有效理解，算法控制选用以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配送员为调研对象开发

的测量工具。目标承诺、情绪耗竭、服务偏差行为、服务型领导选用成熟的英文量表，在翻译—回译

过程中对量表的可读性进行了重点关注。一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力求语言简单、直接，避免专业术

语和复杂的表述；另一方面，在通过回译后，邀请配送员对量表条目的可读性、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

进行评价，根据反馈结果进行相应修改，进一步提高量表内容的可读性，降低理解难度。考虑到日记

法调研过程中，被调查者在短时间内需要反复回答相同的问卷，可能会产生疲倦和厌烦，从而影响他

们参与调查的积极性和问卷填写效果。因此，在收集日记法数据时，本研究依据常规做法，根据因子

载荷缩减量表。所有量表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点计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1）算法控制。对于算法控制的测量借鉴了裴嘉良等（2021）［9］研究中使用的感知量表。本研

究选取三个条目进行测量，代表性题项包括“今天，算法向我提供大量与完成工作任务相关的信息

支持”。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平均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9。
（2）情绪耗竭。对于情绪耗竭的测量借鉴了 Watkins 等（2015）［47］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共三个条

目。代表性题项包括“一想到还要面对明天的工作，我就觉得筋疲力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平

均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4。
（3）目标承诺。对于目标承诺的测量借鉴了 Klein 等（2001）［48］研究中使用的量表。本研究选

取三个条目进行测量，代表性题项包括“今天，我坚定地致力于追求工作目标”。在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平均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7。
（4）服务偏差行为。对于服务偏差行为的测量借鉴了 Gong 和 Wang（2022）［30］研究中的量表。

本研究选取三个条目进行测量，代表性题项包括“今天工作时，我对顾客态度粗鲁”。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平均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7。
（5）服务型领导。对于服务型领导的测量借鉴了 Sendjaya 等（2019）［49］等研究中使用的量表，

共六个条目。代表性题项包括“我的站长用自身职权为我们服务”。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0。

（6）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魏昕等，2024）［22］，本研究将性别、学历、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1.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 Mplus 7.1 进行多水平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五因子模型（算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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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情绪耗竭、目标承诺、服务偏差行为、服务型领导）的拟合效果为 χ2/df = 1.646，CFI = 0.974，
TLI = 0.967，RMSEA = 0.030，SRMRw = 0.029，SRMRb = 0.041，达到了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经验标准，且

优于所有替代模型，说明本研究中涉及的五个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五因子模型：AC,EE,GC,DB,SL

四因子模型：AC,EE+GC,DB,SL

三因子模型：AC+EE+GC,DB,SL

二因子模型：AC+EE+GC+DB,SL

单因子模型：AC+EE+GC+DB+SL

x2/df

1.646 
4.012 
9.169 

14.656 
16.228 

CFI

0.974
0.873
0.647
0.397
0.317

TLI

0.967
0.846
0.582
0.301
0.221

RMSEA

0.030
0.065
0.107
0.138
0.145

SRMRw

0.029 
0.059 
0.135 
0.163 
0.168 

SRMRb

0.041
0.180 
0.238 
0.233 
0.337 

注：AC 为算法控制，EE 为情绪耗竭，GC 为目标承诺，DB 为服务偏差行为，SL 为服务型领导，下同；SRMRw 是指个体内水平的

SRMR，SRMRb是指个体间水平的 SRMR

2.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在个体内层面，算法控制

与情绪耗竭显著正相关（r = 0.231，p < 0.001），与目标承诺显著正相关（r = 0.327，p < 0.001），情绪

耗竭与服务偏差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434，p < 0.001），目标承诺与服务偏差行为显著负相关

（r = -0.196，p < 0.001）。在个体间层面，算法控制与情绪耗竭显著正相关（r = 0.254，p < 0.01），与

目标承诺显著正相关（r = 0.420，p < 0.001），情绪耗竭与服务偏差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560，p < 
0.001）。

表 2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个体内层面

1.算法控制

2.情绪耗竭

3.目标承诺

4.服务偏差行为  
个体间层面

5.性别

6.学历

7.工作年限

8.服务型领导

M

3.341
4.363
3.643
3.929

0.080
1.741
1.902
2.400

SD

1.194
0.818
0.977
1.244

0.273
0.720
0.747
1.132

1

1
0.254**

0.420***

0.281**

-0.070
-0.091
-0.099
-0.057

2

0.231***

1
-0.049
0.560***

0.093
0.020

-0.124
-0.371***

3

0.327***

-0.011
1

-0.151

0.099
0.085
0.025

0.311***

4

0.225***

0.434***

-0.196***

1

-0.287**

-0.148
-0.019

-0.652***

5

1
0.107

-0.138
0.395***

6

1
0.103
0.051

7

1
-0.017

8

1
注：个体内变量的样本数 N=720，个体间变量的样本数 N=112；*p<0.05；**p<0.01；***p<0.001；对角线以上部分为个体内变量间

的相关系数，对角线以下部分为个体间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3.假设检验

首先，针对本研究提出算法控制对服务偏差行为存在“双刃剑”影响假设，本研究检验了算法

控制通过增加情绪耗竭而对服务偏差行为产生的正向影响。从表 3 所示的多水平数据分析和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个体内层面，算法控制对情绪耗竭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158，p < 
0.05），情绪耗竭对服务偏差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576，p < 0.001），情绪耗竭在算法控制和

服务偏差行为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β = 0.091，95% 置信区间为［0.008，0.175］，不包含 0）；进

一步地，在个体间层面，算法控制对情绪耗竭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179，p < 0.05），情绪耗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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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偏差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704，p < 0.001），情绪耗竭在算法控制和服务偏差行为之间

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β = 0.126，95% 置信区间为［0.005，0.248］，不包含 0）。这些结果说明，不仅

在个体内层次，算法控制能通过增加平台工作者的情绪耗竭而增加其服务偏差行为，而且在个体

间层次，算法控制也可以通过增加平台工作者的情绪耗竭而增加其服务偏差行为。因此，假设 H1
通过检验。

其次，本研究检验了算法控制通过提升目标承诺而对服务偏差行为产生的负向影响。路径分

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个体内层面，算法控制对目标承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268，
p < 0.001），目标承诺对服务偏差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337，p < 0.001），目标承诺在算法控

制和服务偏差行为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β = -0.090，95% 置信区间为［-0.149，-0.032］，不包

含 0）；进一步地，在个体间层面，算法控制对目标承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347，p < 0.001），目

标承诺对服务偏差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198，p < 0.01），目标承诺在算法控制和服务偏差

行为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β = -0.069，95% 置信区间为［-0.133，-0.004］，不包含 0）。这些

结果说明，不仅在个体间层次，算法控制能通过增加平台工作者的目标承诺而减少其服务偏差行

为，而且在个体间层次，算法控制也可以通过增加平台工作者的目标承诺来减少其服务偏差行为。

因此，假设 H2通过检验。

表 3 多水平数据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个体内层面

算法控制

情绪耗竭

目标承诺

个体间层面

性别

受教育程度

任职期限

算法控制

情绪耗竭

目标承诺

服务型领导

算法控制×服务型领导

路径

个体内层面

算法控制  → 情绪耗竭  → 服务偏差行为

算法控制  → 目标承诺  → 服务偏差行为

个体间层面

算法控制  → 情绪耗竭  → 服务偏差行为

算法控制  → 目标承诺  → 服务偏差行为

情绪耗竭

0.158*

 
 

0.256**

0.045
-0.090
0.179*

0.158*

0.770***

0.046
-0.074
0.171*

-0.311**

-0.128**

中介效应检验

目标承诺

0.268***

0.394**

0.119
0.085

0.347***

系数

0.091
-0.090

0.126
-0.069

0.268***

-0.008
0.118
0.072

0.353***

0.243**

0.113**

服务偏差行为

0.233***

0.576***

-0.337***

-1.040**

-0.137
0.055

0.174**

0.704***

-0.198**

95% 置信区间

［0.008，0.175］
［-0.149，-0.032］

［0.005，0.248］
［-0.13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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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本研究检验了服务型领导在算法控制对情绪耗竭和目标承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即

假设 H3和假设 H4。表 3 数据表明，算法控制和服务型领导的交互项对情绪耗竭存在显著的负向影

响（β = -0.128，p < 0.01），对目标承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113，p < 0.01）。为了进一步明确

调节效应，结合数据分析结果绘制简单斜率图（如图 2 和图 3 所示），以呈现在不同服务型领导水平

下，算法控制对情绪耗竭和目标承诺的影响差异。具体来说，在服务型领导较高时，算法控制对情

绪耗竭存在负影响，但影响结果不显著（β=-0.069，n.s.），在服务型领导较低时，算法控制对情绪耗

竭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 = 0.220，p < 0.001）。因此可得，服务型领导在算法控制与情绪耗竭间的关

系中发挥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H3得到验证。另外，在服务型领导较高时，算法控制对目标承诺存

在正向的显著影响（β = 0.280，p < 0.001），在算法控制较低时，算法控制对目标承诺存在较弱的正

向影响，且影响结果不显著（β = 0.023，n.s.），因此可得，服务型领导在算法控制与目标承诺间的关

系中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4得到验证。

            图 2　服务型领导对算法控制与情绪                           图 3　服务型领导对算法控制与目标

                  耗竭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承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最后，本研究检验了假设 H5和假设 H6所提出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即检验在不同服务型领导

水平下，情绪耗竭和目标承诺在算法控制和服务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差异性。将检验结果整

理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在高水平的服务型领导下，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β = -0.040，
95% 置信区间为［-0.127，0.048］）；在低水平的服务型领导下，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显著（β =0.127，
95% 置信区间为［0.048，0.206］），二者间差异显著（β = -0.167，95% 置信区间为［-0.310，-0.024］），

由此，假设 H5得到支持。在高水平的服务型领导下，目标承诺的中介作用显著（β = -0.094，95% 置

信区间为［-0.157，-0.031］）；在低水平的服务型领导下，目标承诺的中介作用不显著（β =- 0.008，
95% 置信区间为［-0.052，0.037］），二者间差异显著（β =- 0.087，95% 置信区间为［-0.157，-0.016］），

由此，假设 H6得到支持。

表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目标承诺的中介作用

低服务型领导（-SD）

系数

0.127
-0.008

95% 置信区间

［0.048，0.206］
［-0.052，0.037］

高服务型领导（+SD）

系数

-0.040
-0.094

95% 置信区间

［-0.127，0.048］
［-0.157，-0.031］

组间差异

系数

-0.167
-0.087

95% 置信区间

［-0.310，-0.024］
［-0.157，-0.016］

五、 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传统就业模式提供了新的补充，激发了就业市场的新活力。如何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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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工作者的服务偏差行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是当前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本研究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究了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影响机理，明晰了算法控

制对平台工作者而言兼具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双重属性，通过引入情绪耗竭和目标承诺作为中介

变量，从损耗和增益双重路径揭示了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厘清

了服务型领导在上述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日记法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得出以下研究结

论：（1）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存在“双刃剑”效应。一方面，算法控制通过增加平台

工作者的情绪耗竭正向影响其服务偏差行为；另一方面，算法控制通过增加平台工作者的目标承

诺负向影响其服务偏差行为。（2）服务型领导调节了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情绪耗竭和目标承诺

的影响，同时还调节了情绪耗竭和目标承诺在算法控制和服务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具体来

看，服务型领导削弱了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情绪耗竭的正向影响以及通过情绪耗竭对其服务偏

差行为的间接效应；与此同时，服务型领导增强了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目标承诺的正向影响以

及通过目标承诺对服务偏差行为的间接效应。

2.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探索了平台工作者这一新型就业群体服务偏差行为的成因，拓展了服务偏差行

为的研究领域。回顾梳理服务偏差行为的相关研究发现，已有研究多着眼于传统管理情境，针对

传统雇佣劳动群体的服务偏差行为展开研究，发现通过改善正向反馈、工作载荷等管理手段可以

有效减少员工的服务偏差行为（关涛等，2021［7］；戴万稳，2014［8］）。然而，对于平台工作者这一新型

就业群体来讲，其所面临的管理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刘善仕等，2022）［2］，基于传统雇佣

劳动群体的服务偏差行为前因体系及发生机制研究亟待补充新的成果。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关注

了算法控制这一新兴管理实践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影响，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框架

下深入剖析算法控制如何辩证影响平台工作者的服务偏差行为，从而为服务偏差行为的前因体系

及发生机制研究补充了新的成果。

其次，本研究揭示了算法控制发挥作用的双重矛盾路径，有助于加深对算法控制和平台工作

者服务偏差行为间关系的辩证理解。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算法控制的负向或正向影响

进行了实证检验，如占小军等（2023）［12］基于相对剥夺理论证实了算法控制能够加剧平台工作者的

情绪耗竭；裴嘉良等（2021）［9］基于认知交互理论验证了算法控制有助于提升平台工作者的服务绩

效。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呼吁应辩证看待算法控制的双重影响，并尝试从理论

上构建整合的分析框架（马君和赵爽，2022）［17］。在具体实践中，算法控制如何影响平台工作者不

同行为的作用机制是复杂和动态的，有必要针对具体行为探索其特定的微观作用机制，并补充相

应的实证证据。考虑到算法控制兼具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双重属性（裴嘉良等，2024）［33］，而服务

偏差行为往往发生在资源不足的状态下（田建和王宝恒，2022）［6］。鉴于此，本研究依据工作要求-
资源模型，从工作要求引起的损耗路径和工作资源触发的增益路径，揭示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

服务偏差行为的影响存在加剧情绪耗竭和增强目标承诺两条矛盾对立路径。这一结论不仅在一

定程度上协调了算法控制优势与劣势割裂对立的观点，同时也为算法控制与服务偏差行为间关系

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最后，本研究从组织干预角度识别出服务型领导可以权变影响算法控制与平台工作者服务偏

差行为间关系，构建了算法-人工双重管理实践联合影响的研究模型，补充了数字时代领导力研究

的理论内容。鉴于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的影响存在矛盾效应，探索如何抑制算法控制的消极作

用和增强其积极作用至关重要。已有研究从平台工作者角度探讨了个体如何适应和优化算法控

制的影响，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发现了正念（魏巍和刘贝妮，2023）［19］、调节焦点（詹小慧和

赵李晶，2024）［20］、韧性（占小军等，2023）［12］等在算法控制影响中的权变效应，却鲜少讨论组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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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与优化算法控制的影响。现实中，平台企业往往采用人工管理协同算法控制，在实践上形成

了双重管理模式以弥补算法控制单一管理的不足，但对于何种人工管理方式搭配算法控制能有效

减少服务偏差行为仍缺乏系统探讨和实证检验（苏逸和莫申江，2022）［21］。本研究在分析算法控制

机制不足的基础上，引入服务型领导作为算法控制影响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双刃剑”路径的

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服务型领导辅助算法控制产生的联合效应能够修正算法控制对平台工作者服

务偏差行为的影响，该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研究框架，也有助于推动平

台工作者管理体系的构建。

3.实践启示

首先，平台企业应辩证看待算法控制的优劣势，深刻理解其对平台工作者行为的“双刃剑”影

响。算法控制同时通过目标承诺和情绪耗竭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产生积极与消极的双重

影响，在管理实践中必须同时关注这两条并行路径。一方面，注重其通过目标承诺对平台工作者

服务偏差行为的缓解影响；另一方面，规避其通过情绪耗竭对平台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增强影

响。对此，企业可以对平台工作者进行算法应用培训，透明地沟通算法的原则、逻辑和数据来源，

消除对算法的恐惧感，使平台工作者能够更加理性看待算法控制的要求，并充分挖掘算法控制中

的资源支持。

其次，平台企业应重视算法的动态优化，不断改进和调整算法系统，以实现更好的管理效

果。算法控制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统计模型或决策规则的自主决策计算公式，可以通过纳入多

模态数据以及调整参数等方式提高算法的合理性、准确性和可用性。具体来说，平台企业可以

开发更快速的学习算法，使机器学习系统能够更快地适应新数据和环境，通过收集平台工作

者、顾客等的反馈和建议来拓展数据来源，实现多模态数据整合，在算法演化过程中不断修正

参数，减少误差堆积影响，实现更加精准的算法控制体系，为平台工作者提供更智能化的工作

指导和帮助。

最后，平台企业应客观认识算法控制的去个性化和情境适应局限，发挥人工辅助管理实践的

弥合作用。本研究证实服务型领导风格能够增强算法控制的积极影响，同时弱化其消极影响。因

此，平台企业管理者可以发挥服务型领导风格的作用，与算法控制协同互补，以实现管理模式的整

体优化。具体地，管理者应主动关心平台工作者工作过程中的困境，及时提供帮助以应对复杂环

境下各类突发问题，对于算法刚性引发的不合理评价和考核进行人性化处理修正，关注平台工作

者的情感和成长需求，努力利用自身职权和能力提供资源为其服务。  
4.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有待未来研究加以完善。第一，本研究问卷调查中所有研究变量均

由员工自评。对于算法控制、目标承诺、情绪耗竭等采用员工自评的原因在于已有研究证实涉及

个体感知、感受、态度等变量，自评的测量方式更能反映真实情况（Chang 和 Eden，2010）［50］；对于服

务偏差行为测量，受限于平台工作者工作情境特点，他评方式较为困难，因此也采用了自评法。但

这样显然会使得共同方法偏差及服务偏差行为的测量精度问题仍存在，未来可以考虑借鉴平台客

观数据进行测量的可能，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第二，本研究结合研究目的、调研资源，

并参考现有对平台工作者和算法控制研究中的调研对象（魏昕等，2024［22］；魏巍和刘贝妮，

2023［19］），选取单一地区专送外卖配送员为被调查对象，一定程度上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

性。未来研究可基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平台工作者样本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第

三，本研究基于算法控制特点的理论分析，提出并检验了服务型领导可以调节算法控制影响平台

工作者服务偏差行为的双重作用路径。但实际上，领导类型有很多，仅从理论分析选择服务型领

导作为调节变量，并不能完全证明其特殊性和不可或缺性。未来可以考虑通过实证分析比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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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类型对算法控制优化影响的权变作用程度，进一步验证服务型领导作为调节变量的合适性，

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更有价值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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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n Platform Workers’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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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platform economy transitions into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ducing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among platform workers and enhancing their overall service quality have become focal points of interest 
for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scussions. It is noteworthy that despite the substantial body of research dedicated to 
explor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that can effectively curb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these studies predominantly 
focus on traditional employment groups. For the emerging cohort of platform workers，whose management model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algorithmic control has become a highly relied-upon management practice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In this context，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whether and how algorithmic control influences the customer-

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of platform workers. However，existing research has not directly addressed this issue，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liably predi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or to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for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refore，clarifying the impact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n customer-

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and explor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nd mechanisms involved are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This study posits that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JD-R） model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eply explain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platform workers’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The JD-R 
model suggests that job demands and job resources influence employee behavior through both depletion and gain pathways.
Specific resources can act as “moderators，” buffer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job demands and enhanc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ther job resources.Algorithmic control includes strict monitoring and rigorous assessments as demands but also 
provides intelligent guidance and real-time feedback as resources，making it a management practice that embodies both job 
resources and job demands. Based on this，the study introduces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goal commitment as parallel 
mediators and considers servant leadership a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By constructing a moderated competition 
intermediary model，the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n platform workers’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o validate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study，a diary method was employed to track the activities of 112 platform 
workers over 7 consecutive days，resulting in 720 valid data points. 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path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gorithmic control，on one hand，increases platform 
workers’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by exacerbating their emotional exhaustion.On the other hand，it reduces such 
behavior by enhancing their goal commitment.Additionally，servant leadership can not only weake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n platform workers’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through emotional exhaustion，but also 
strengthen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n such behavior through goal commitment.

This study adopts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n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among platform workers. It reconciles conflicting viewpoints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lgorithmic control，thereby uncovering its multifaceted effects. The study also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ecedent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within this context.
Furthermore，it examines how the interplay between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human management practices influences 
platform workers’ work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performance.The finding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platform companies 
aiming to effectively develop，implement，and optimize algorithmic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manage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among their workforce.
Key Words：algorithmic control； customer-directed deviant behavior； servant leadership；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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